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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制与流通企业多种所有制竞争均衡

周 珺

(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随着我国流通领域全面对外资开放，流通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发生剧烈

变革，流通领域经济成分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强。在此市场背景下，文章构建了涵盖政府、国有流
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多方参与的混合寡占竞争模型，其中，政府作为一个行为
主体对多种所有制竞争主体进行规制机制设计以及实施规制，并通过内嵌于国有流通企业目标

函数中的规制参数来实现。研究发现多种流通所有制的竞争框架内，最优的政府规制机制应结合
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效率比较、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损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等进行具体设计
并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这对流通市场秩序的塑造、整个产业链条的价值实现以及国民经济
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先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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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Ｒ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of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with Diversified Ownership Forms

ZHOU Jun
( School of Busines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verall opening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economic components in circula-
tion，where property right system and ownership forms have undergone drastic changes，have become more complex．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ixed oligopoly competition model，which involves the government，state-owned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private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regulation parameters embedded in the objective func-
tion of state-owned entities，the government designs and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 o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
ings，the optimal regul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specifically design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iciency comparison among circu-
latio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forms，the micro-efficiency loss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to
guarantee its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which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shaping the circulation market order，realizing the value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and ensur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tate-owned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entry of foreign retailers; diversified ownership forms; mixed oligopoly co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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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流通作为嵌入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媒介环节，在促进生产、引导消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
作用日益突出。被视为市场秩序创造者的流通产业( Hollander，2002) ［1］，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反哺和带动作



用，能够协调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优化和发展。作为最早实行“开放搞活”的领域，经过多年的“引进来”战
略和流通体制改革，我国流通产业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格局。自2005年商业领域全面对外开
放以来，外资流通企业大规模地以合资、并购或独资等方式进入我国国内流通市场并以较快的速度实现规
模扩张。由此在本土流通领域内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多种所有制共同竞争的市场环境。
然而，流通部门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及整合常常处于“无序”的运行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对流通产

业规制问题上的制度安排设计和理论创新滞后于流通实践的发展。一方面，低经济性进入壁垒使得流通产
业的竞争性色彩颇为浓厚;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流通不仅承担着社会商品的价值

实现功能，而且还是满足劳动再生产的社会消费的必要环节，这一先导性、基础性作用赋予流通产业以一
定的公益性( 依绍华和廖斌，2014) ［2］，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备公共产品的特征( 宋则和王水
平，2012) ［3］。这意味着流通产业从性质上看虽属竞争性产业，但在功能上，其在实现经济效益之外还应有
社会职能的考量。然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流通领域出现“过度市场化”倾向，对流通产业的政府规制存
在“缺位”，目前已有不少文献指出这类问题。例如，马彦丽( 2002) 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内同时存在过度竞争
及大型流通企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这使得流通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合理的政府规制为依托［4］; 在开放型

经济条件下，杜丹清( 2003) 指出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流通业的规制过于放松，几乎一放到底，尤其是
进入性规制政策基本失效［5］; 何大安( 2012) 提出流通产业出现垄断的可能性，将我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组
织结构表述为“充分竞争和局部垄断并存”，这要求政府重新思考对流通产业运行格局的规制［6］; 高铁生
( 2014) 则认为，随着流通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有可能也有必要放弃其在市场调节中的主导地位，但这并
不意味政府要退出流通领域［7］。
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为应对流通产业过度市场化引致的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流通领域

的职能缺失问题，本文认为在多种所有制共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可以考虑国有流通企业作为一种政府规

制工具在流通领域发挥市场治理功能的可能性。那么，国有流通企业是否真的能履行流通市场秩序塑造的
职能?以及作为一种规制工具，国有经济作为流通企业主体的微观效率是否必然会遭到折损，即这种规制

形式是否与流通领域的竞争性原则相违背?为回答这一问题，在按照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对相关文献进行评

述性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政府规制作为一个内生参数纳入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的研究框架内，构建了国

有流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共同参与市场竞争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并据此分析不同所有
制流通主体策略互动的结果及政府规制在流通产业中的福利效应。

二、相关文献评述

竞争和垄断、产权和所有制归属之企业行为以及政府规制等都是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框架内常被讨论
的问题，以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主要基于 S( 市场结构) —C( 市场行为) —P
( 市场绩效) 的分析范式。尽管这种范式主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分析对象，但结合流通产业的特征
以及已有文献的相关拓展，这种范式能有助于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学思维探讨本文的主题。因此，结合我国当
前的流通产业之实践，笔者将按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逻辑链条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

( 一) 市场结构:流通产业的竞争与垄断

较早并且较为探索性、系统化地构建流通产业组织理论的国内学者是何大安( 2007［8］; 2012［6］;
2014［9］) ，他指出对于流通产业竞争和垄断问题应与制造业中的一般情形区别探讨。从竞争角度来说，流
通产业竞争在现象形态上与第一、二产业并无差异。但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流通产业在竞争范围、手段和
途径等方面存在其特殊性。由于流通领域中的资金和技术进入壁垒相对较低，产生了该领域似乎并不存在
垄断的表象。然而，随着我国流通产业中外资进入和国有控股比重的日益增长，流通领域出现了形成局部
垄断的可能性，并且其潜在的垄断形式也与制造业中的生产性垄断大相径庭。这种“市场竞争中的局部垄
断”被该学者认为来源于两种垄断权力的相容或叠加———由政府规制所引起的行政垄断和由于外部性、
外资优势以及先进的管理技术等非人为因素所带来的自然垄断。毛伟( 2009) 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存在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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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其他垄断形式，包括地方性行政垄断、资源垄断以及生产垄断与流通垄断的混合［10］。
由于外资流通企业的大规模引入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少学者从外资进入和产业安

全的角度探讨流通领域的竞争命题。作为与国外资本一同被引入的产物，“通道费”也往往被看作是零售
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约束手段( 刘向东等，2015) ［11］。随着外资在华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强化，国内流通
市场的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某些业态上出现外资垄断现象( 荆林波和袁平红，2018) ［12］，从而与本土流通
企业形成非正常竞争，挤占当地市场份额并对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陈福中和刘向东，2013) ［13］。纪宝成和
李陈华( 2012) 指出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助长了外资流通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尤其是外资商业对缺乏竞争
力的商品流通系统( 如农村商品流通) 易形成区域性垄断，从而对我国流通产业安全产生威胁［14］。石明明
( 2012) 提出培育国有大型流通企业和打造中国超级“商业航母”的政策建议［15］。
从流通实践来看，朱涛( 2005) 曾指出自入世我国零售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后，外资零售的大量涌入加

剧了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已呈现出过度竞争态势［16］。从近十年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连锁零售百
强”榜单也可以看出，我国连锁零售行业集中度并不高，集中度指标 CＲ4平均保持在25%左右。①这说明作
为首先对外资开放的流通部门，零售业处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然而，一旦纳入批发业、商务服务业等其
他流通企业，则显示目前我国流通业整体上已表现出寡占型市场结构，CＲ4和 CＲ8分别达到44． 26%和
56． 51%。②尽管产业集中度指标无法精确衡量市场结构中的竞争程度，但可大致指明我国流通产业不再
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中，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局部地表现出垄断的倾向。尤其是在经济体量较大的地
区和新兴业态中，集中趋势更为明显。从上述文献及产业现状来看，将流通产业归为“竞争性领域”的划分
方式应当被重新思考。当我们以不同所有制作为竞争单元时，可构建混合寡占模型反映多种所有制流通主
体在市场上进行策略互动的结果。

( 二) 市场行为:流通企业所有制与政府规制

与本文相关的市场行为包括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其中，流通企业行为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的制度安
排，如产权界定、所有制划分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实际控制权争夺等。此外，还包括市场操作层面的企业决策
行为，其中以竞争策略为主。
关于流通企业的产权与所有制，首先需要明确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丁任重和杨惠玲( 2004 )

总结了马克思关于产权和所有制的关系的深刻阐述: 产权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

要内容，而所有制则是产权从法权形态到制度范畴的映射［17］。在国有商业改制及外资商业进入的背景下，
2004年“现代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就流通企业产权界定与所有制划分的问题集中进行了讨
论。其中，有一些学者指出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背景下，对流通企业进行产权界定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因为
外国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多种形式( 包括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等) 介入加快了流通产业多元投资主体的形
成，明晰的产权界定可以帮助多种经济成分的流通商减少契约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其商业

经营风险并提高投资主体的市场回报。而当我国流通企业的国有资本因低效率而面临退出行为选择时，张
弘( 2004) 指出，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的低效率会造成资源配置上的机会成本和社会福利的折损，体制
内的主动退出是其最佳退出路径，包括出售、并购、股份制改造等［18］。产权及所有制的制度安排确定后，混
合所有制企业还将面临内部化的行为选择，如实际控制权的争夺。郝云宏和汪茜( 2015) 基于“鄂武商控制
权之争”的案例，分析了国有控股流通企业中的民营参股对国有控股的股权制衡问题，并认为这是符合效
率原则的市场化行为［19］。从市场或准市场操作层面来说，流通企业的竞争行为与其他产业的商业性企业基
本一致，除此之外，网点选址、发展自有品牌、建立现代物流体系等是流通商特有的竞争范畴，如今以大数据
为主的数字技术革命更是成为各类流通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 齐严等，2017) ［20］。无论企业具体的竞争策略
如何，都可将其抽象为追求微观效率或宏观职能的目标函数( Fraja和 Delbono，1989［21］; Hamada，2016［22］) 。
对于政府行为，汤吉军和刘仲仪( 2016) 指出在市场失灵与国有企业失灵共存的背景下，需要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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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连锁百强”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 根据 Osiris全球上市企业数据计算得出。



挥政府规制的作用［23］。而本文主要集中于其在流通产业内的规制行为。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规制行为可能
会损害企业的商业价值。例如，Brooks( 1987) 以加拿大发展投资公司为例，对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往往利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使这些企业充当公共政策工具，执行政府的政策偏

向而不顾企业商业价值的流失［24］。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从国有企业在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信息优势角
度，指出所有权可以作为政府规制的一种有效工具。Shapiro和 Willig( 1999) 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即便国有企业存在效率劣势，其作为一种规制工具能够掌握更为充分的信息，在监督企业行为与社会目标

相一致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利用所有权行使政府规制职能并不必然比其他规制手段更低效［25］。徐伟
( 2016) 将其总结为国有控股方在执行政府规制时存在“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双重效应，表现出不同的
“支持”和“侵占”行为效应［26］。此外，一直以来，政府规制的外生性常常遭受质疑，认为流通领域的行政权
力分布将无法规避产业政策的政府俘获弊病。但是基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多数劣势”理论，方福前
( 2000) 认为，由于在国内本土零售“集团”内存在大量的中小零售企业，每个零售商都想“搭便车”获取政
府规制的收益而不愿付出额外的寻租成本，从而避免了设计规制制度的政府“被俘获”或者“异化”。这一
解释为流通产业政府规制行为的外生性提供了理论支撑［27］。

( 三) 市场绩效:政府规制下的多种所有制竞争

关于多种所有制竞争及其市场绩效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是否
存在根本性冲突?”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冲突来源( 吴延兵，2012 ) ［28］、冲突类型( 徐丹丹等，2018 ) ［29］

还是冲突结果( Ino和 Matsumura，2010 ) ［30］及改进机制( 黄速建等，2018 ) ［31］等方面都已有大量的研究成
果。二元目标的冲突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上具体可体现为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上，企
业的经营业绩，尤其是长期绩效，与实际经营者的职位安排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这种所有权制度

对经营者的有效经营缺乏长期激励。这种冲突及矛盾将直接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绩效产生影响。刘元春
( 2001) 的经典文献提出国有企业在宏观绩效与微观绩效之间的“效率悖论”，认为从财务指标来看国有企
业是非效率的，而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却是有效率的［32］。通过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绩效的实证比较，不
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存在分歧。例如，Goldeng 等( 2010) 以资产回报率以及与销售收入的相对成本作为绩效
指标考察挪威所有的在册企业，发现即使竞争效应能够正向促进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学习效应，民营企业的

市场绩效仍优于国有企业［33］。刘瑞明( 2013) 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尽管国
有企业的效率经过多年改革后有一定提升，但是与其他产权结构相比，其在企业价值、全要素生产率、技术
效率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对劣势［34］。另一方面，Hamada( 2016) 在斯塔克伯格模型中反思了国有企业私有化
的问题，指出无论国有企业在竞争时序中处于领导者还是追随者的地位，私有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企

业的市场绩效［22］。
上述文献大多是基于全行业论述，定位于流通企业的不同所有制绩效差异的文献并不多。孙敬水和章

迪平( 2010) 指出我国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依次经历了强制性变迁( 建国初期由政府主导的以国有经济占
主导地位的人为设计) 和诱致性变迁( 改革开放后由政府引导的以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自发演进) 两次

制度变迁，作者利用1980—2000年的流通产业数据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发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流通业所
有制结构变动对流通业增长的边际影响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并且不同经济成分的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市场

绩效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以民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微观经济效率更为突出［35］。林键等( 2012) 基于动
态竞争理论对广州不同阶段国有和外资零售企业经营绩效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发现国有零售企业在政

府引导下以并购重组、扩张开店等方式进行多种所有制整合，但其经营绩效并未显著提升; 反观外资零售
商，其在克服制度性市场准入壁垒后通过与本土市场主体的有效整合，绩效在逐年提高［36］。
对比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很多学者聚焦于研究所有制与公司治理、市场绩效乃至经济增长的关系( 吴延兵，2012［28］; 刘瑞
明，2013［34］) ，然而，对于流通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竞争状况却鲜有研究。这是因为以制度、主体、行为为
理论分析主线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针对第一、二产业展开的，而属于第三产业的流通领域不幸被排斥在
外。但这确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原因在于，所有制形式及其相关市场治理结构不仅影响到流通厂商的个
体行为和公司治理方式，还在市场层面引申出流通产业中的竞争和垄断命题( 何大安，2014 ) ［9］。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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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着眼流通的多种经济成分，构建其在政府规制下的竞争模型，试图弥补这方面的文献空白。
第二，关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竞争的已有文献常常被限定在封闭经济下讨论( Matsumura和 Matsushima，

2004) ［37］，很少将外资企业作为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主体。而本文将模型构建的内涵扩展至开放经济体
系，在竞争模型考虑外资流通企业的进入，讨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土国有、民营以及外资流通企业共同
参与竞争的情形，这一假设更贴近我国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流通市场现实。
第三，以往的研究通常在模型中仅引入参与竞争的不同所有制主体，并且大多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

大化”作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 Fjell和 Pal，1996［38］; 石明明，2012［15］) 。而本文拓展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
一般性竞争假设，将设计规制机制及实施规制的政府纳入模型作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在国有流通企业的

目标函数中引入政府规制参数作为内生性规制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国有流通企业、
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多方参与的策略互动模型。这一拓展更加贴近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政资分离，政企分开”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时代经济制度语境。从
流通产业之实践来看，在目前120家上市流通企业中，国有控股流通企业46家，占比38． 33%。而这些国有控
股企业大多是以混合所有制形式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国有流通企业完成了以股权多元
化为目标的国有企业股份制和公司化的产权体制改革。因此，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国有控股流通企业主要
的所有权形式。这意味着在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一般竞争理论时，不能再固有地将政府的规制机制等价
于要求国有企业最大化社会总剩余( 石明明等，2015) ［39］，而是应考虑其公共利益与企业私利二者并蓄的
混合目标( 陈俊龙等，2018) ［40］。

三、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在封闭经济环境中，流通产业的市场秩序是在国有与民营所有制企业之间展开竞争，二者的生产者剩

余及由流通所引致的消费者剩余一同构成了体现本土国民福利的社会总剩余。在本文中，我们在竞争模型
考虑外资流通企业的进入，讨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土国有、民营流通企业与外资流通企业共同参与竞争
的情况。这时，由于外资流通企业的剩余是作为转移利润的形式“流出”本土市场，因而我们应将其看作
“生产者剩余损失”，不纳入社会总体福利的衡量。在这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
会规制者承担着设计和监督竞争秩序的基本责任，国有流通企业则作为其实施规制的“抓手”履行全部或
部分的社会性职能。相较于本土民营和外资流通企业来说，国有流通企业是一个政府规制下不完全以自身
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异质性竞争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本文的假设中，政府是作为流通领域的产业规制
者而非企业经营者，因此，企业经营决策与政府规制决策目标可能一致———都以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为目
标，也可能出现不一致———国有流通企业部分地追求自身经济效益。

( 一) 基本假定

以上思想构成了我们构建政府规制下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竞争模型的基础，基于此，我们对市场环境

及市场参与主体做出以下假定:

假设1( 市场环境假设) :基于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流通业现实，我们考虑一个在政府规制下的国
有、民营与外资流通企业的开放性竞争环境，三者之间是关于同质产品的寡头竞争。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
通过设计规制制度直接对国有流通企业进行规制，以最大化社会总剩余。而这三种所有制的流通企业则是
通过最优数量决策以实现自身目标函数的最大化。
不失一般性，我们将市场的逆需求函数设定为: p = 1 － Q，其中市场总销售量为三种所有制企业的销

量之和，即 Q = ∑ i
qi，i = P( 民营流通企业) ，S( 国有流通企业) ，F( 外资流通企业) 。在此市场环境下，本

土消费者的总剩余为: CS = 1
2 (∑ i

qi )
2 。

假设2( 企业行为假设) :针对商品流通的渠道环节，为简便起见，我们将上下游产业链的主体简化为
生产企业( 从事商品生产，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和流通企业( 从事商品的最终销售，不同所有制寡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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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市场结构) 两级。处于下游的流通企业将面临一个从上游生产企业采购商品的不变成本，根据完全竞争
市场的特点，该采购成本即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即 p0 =MCM。除采购成本，流通企业还将面临与销售数额相
关的一个可变成本，它常常与不同所有制流通商的管理协调能力、信息技术水平等企业竞争力有关。我们
将此成本统一归为流通管理成本 C，单位成本效率记为 ci ( 0≤ci≤1) ，C = ciqi。由于模型中有三种不同所
有制的流通企业参与竞争，企业之间的效率比较颇为复杂，出于谨慎考虑，我们并不人为地对企业的管理

成本效率进行先验设定，而是在后续的推演过程中分情况对其处理和论证。
假定 πS = ( p － p0 － cS ) qS，πP = ( p － p0 － cP ) qP 和 πF = ( p － p0 － cF ) qF 分别是国有流通企业、民营流通

企业与外资流通企业的剩余函数。对应地，三者的最优决策函数分别为: qS
* = argmaxπS ( qS ) + μ［πP ( qS )

+ CS( qS ) ］，qP
* = argmaxπP ( qP ) 和 qF

* = argmaxπF ( qF ) 。与民营或外资流通企业不同的是，在自身的利润
目标约束之外，国有流通企业的目标函数还需要考虑最大化社会总剩余。与市场环境假设相一致，在国有
企业的决策函数中我们引入了参数 μ( 0≤μ≤1) 作为政府规制参数。从 πS + μ( πP + CS) = ( 1 － μ) πS + μ
( πS + πP + CS) 可以看出，参数 μ代表了国有流通企业在实现总体社会目标与自身经济目标之间的权衡。
假设3( 政府行为假设) :本文对政府行为的假设主要聚焦于政府的规制行为。经济学中对政府规制理

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公用事业( Public Utility) 中“为产业所需并按其利益设计并运行的国家权力”( Sti-
gler，1971) ［41］。基于此，由于政府规制的介入使得市场交易发生变化的情况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将行政力
量直接作用于市场配置机制，即对交易价格、产权、合约条款等直接进行管制; 二是通过影响厂商或消费者
的决策引起市场均衡的变化。基于我国政企分开的制度特征和政府逐步“简政放权”的改革背景，本文所
涉及的“规制”属于第二类。作为社会规制设计和实施主体，政府是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的产出决策而影
响市场竞争及均衡结果，从而起到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监督的规制目的。在前文市场环境假设与企业行为
假设的基础上，可知参与竞争的不同所有制流通主体之间内生存在着基于最优决策的策略联动。因此，从
技术层面来说，政府在对整个流通领域进行所有制层面的规制时，其可将规制参数嵌入至竞争系统内的某

一所有制企业的目标函数之中，通过市场对象内部的策略互动传导便可发挥影响到不同流通主体的规制

作用。因此，此处沿袭并拓展 Fraja和 Delbono( 1989) ［21］混合寡占模型的经典假设，将政府的规制决策过程
挂嵌在国有流通企业的目标函数中，作为对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进行规制的着力点，对流通市场和商品流

通体系进行监管。通过设计和调节规制参数 μ以最大化社会总剩余 SS = πS ( μ) + πP ( μ) + CS( μ) ，即政府
的最优决策机制为: μ* = argmaxSS。

( 二) 均衡分析:政府规制机制既定

基于以上一系列假定，在政府规制机制 μ既定的情形下，根据古诺-纳什博弈的逆向归纳方法，国有流
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的反应函数分别是:

qS ( qP，qF ) = － 1
2 － μ

qP －
1 － μ
2 － μ

qF +
1 － p0 － cS

2 － μ
， qP ( qS，qF ) =

1
2 ( 1 － qS － qF － p0 － cP ) ，

qF ( qS，qP ) =
1
2 ( 1 － qS － qP － p0 － cF )

命题1: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中，从国有流通企业的反应函数可以看出，其最优数量是根据自身的经
营成本( p0，cS ) 、对手的数量策略( qP，qF ) 和政府规制( μ) 的复合因素进行决策的。与民营、外资流通企业
相比较而言，国有流通企业不再仅依据其竞争对手的数量决策进行反应，作为内嵌于其目标函数的因子，

政府规制机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我们从中还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当国有流通企业以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 μ = 1时，其反应函数 qS ( qP，qF ) = 1 － qP

－ p0 － cS = qS ( qP ) 。也就是说，此时其最优数量决策仅与本土民营流通企业的销售策略有关，而与外资在
国内流通业中占据的市场份额无关。
推论2:由于 μ = 1时，qS + qP = 1 － p0 － cS =常数，可知，在流通市场中，若国有经济成分能够完全承担

政府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即使有国外投资的进入，由国有和民营流通企业份额构成的本土企业商品销售总

额也将保持恒定。这意味着在此情形下，无论民营流通企业的销售额如何变化，以实现社会剩余最大化为
目标的国有流通企业发挥着稳定本土企业销量的市场调节作用。此外，本土销售总额与国有流通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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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参数 cS 呈负相关，国有资本的流通管理效率越高，国内企业的总体销售数量就越大，此时，国有流通
企业越能发挥其维护市场稳定和规定市场规模的宏观职能。
根据上述反应函数，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博弈的均衡解，均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国有、民营、外资流通企业的博弈均衡结果

均衡销量

国有流通企业 qS
( 1 + μ) cP － ( 2μ － 1) CF － 3cS － ( 1 + μ) p0 + μ + 1

2( 2 － μ)

民营流通企业 qP
( μ － 3) cP + cF + cS － ( 1 － μ) p0 － μ + 1

2( 2 － μ)

外资流通企业 qF
( 1 － μ) cP － ( 3 － 2μ) cF + cS － ( 1 － μ) p0 － μ + 1

2( 2 － μ)

均衡价格 pθ
( 1 － μ) cP + cF + cS + ( 3 － μ) p0 － μ + 1

2( 2 － μ)

市场总销量 Qθ ( μ － 1) cP － cF － cS + ( μ － 3) p0 － μ + 3
2( 2 － μ)

通过比较三种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均衡销售数量，由于 qF － qP =
( 4 － 2μ) cF + ( 2μ － 4) cP

2( 2 － μ)
－ cP － cF，

我们可以得出:

命题2( a) :本土民营流通企业与外资流通企业销售额之差来源于二者之间流通管理成本的差距。即
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相互竞争的流通企业的产权都表现为私有制形式，则二者之间的绩效差异将直接

体现出其效率差距。如果外资企业进入本土市场时配备有强大的专用性资产和先进的流通技术装备，则他
们在销售网络、物流协调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从而有效地降低自身的管理成本。在这种情
况下，若本土民营企业不积极提高自身流通效率，国内外私有制企业的市场销售业绩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当政府调节规制参数使得其等于零( μ = 0) 时，即规制者完全“放手”国有企业的宏观职能性目标，国

有流通企业如民营和外资经济成分一样追求自身剩余最大化。此时，三种所有制流通企业的均衡解分别是:

qS，μ = 0 =
cP － 3cS + cF － p0 + 1

4 ，qP，μ = 0 =
－ 2cP + cS + cF － p0 + 1

4 和 qF，μ = 0 =
cP + cS － 2cF － p0 + 1

2
命题2( b) :从以上均衡销量可以得到: Δqij = Δcji，即任意两种所有制流通商之间的销售额之差都等于

其单位成本效率之差。这是由于国有流通企业以最大化自身经济效益时，其目标函数与私有制企业并无二
致，因此，与命题2( a) 一致，在开放市场竞争中，不同所有制流通经营主体之间经济效益的不同源自各自
流通管理效率的差距。
通过以上两个命题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竞争的加剧，外资的进入对本土流通企业产生一种外部性激

励。任何一家流通企业想要在竞争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就必须致力加大对信息技术、服务系统等流通
相关技术装备的投入，以降低企业的流通费用，提高流通管理效率。
当政府的规制偏好向社会福利方向倾斜，使得国有流通企业完全以实现社会总剩余为目标时，各企业

的均衡决策点为:

qS，μ = 1 =
2cP － 2cS － cF － 2p0 + 2

2 ，qP，μ = 1 =
－ 2cP + cS + cF

2 ，qF，μ = 1 =
cS － cF
2

由于在这种情境下政府规制参数被设定为1，各所有制流通企业的均衡销售量仅与策略互动主体的成
本结构有关。市场均衡销量与均衡销售价格分别是:

Qε
μ = 1 =

－ cS － cF － 2p0 + 2
2 ，Pε

μ = 1 =
cS + cF + 2p0

2
当国有流通企业的经营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利时，市场销量和销售价格的均衡解与本土私营流通商

的效率无关，而是取决于国有和外资所有制企业的流通效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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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3( a) :当 cS≤cF 时，qF≤0。这意味着在多种所有制流通企业共同参与竞争的市场上，无论本土民
营企业效率如何，只要外资流通企业的流通管理效率不高于完全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有流通企业，其最优策

略就是退出市场。在政府的产业规制下，如果外国投资不具备运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将流通成本控制在
更低的水平，在国内市场上将不存在其立足和经营的份额空间。这是因为低效率的外资企业无法为国内本
土流通商提供有效的竞争激励，其利润属于“外溢”的那部分生产者剩余，对提高本国整体社会福利无益。
只有掌握低流通成本的竞争优势，外资流通企业才有市场空间继续在华参与竞争，通过厂商竞争激励和消

费者产品多样性效应发挥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命题3( b) :当 cS = cP = cF = c时，有 qP = 0，qF = 0，qS = 1 － c － p0。这说明当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效率

无差异时，作为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其均衡策略是退出市场。此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
标的国有企业在流通市场上形成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
以上两个命题从侧面表明，企业经营目标和流通管理效率的异质性是流通市场上不同所有制多元化

并存、竞争和发展的前提。政府在流通产业“引进来”和鼓励民营经济政策上，要充分考虑各所有制企业的
成本和效率问题，而非无差别地“招商引资”。在对国有流通企业规制既定的情形下，只有考察和比较不同
所有制流通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才能引导市场达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稳态均衡并实现社会
福利的帕累托最优。

( 三) 均衡分析:政府规制机制动态调整

上述的分析是基于政府规制下的国有流通企业单一目标的设定，即国有经济成分要么被视为与私有

制企业一般追求企业私利，要么与政府目标一致完全承担宏观社会职能———传统规制机制。而在现实经济
中，政府是作为能动的规制设计者和实施者，根据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背景，动态地调整规制参数，以实现

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目标下的最优规制者决策。纳入对政府规制决策行为的考虑，在竞争均衡的基础上，我
们分别计算出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剩余如表2所示。

表2 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剩余

剩余

国有流通企业 πS
［( 1 － μ) cP + cF － ( 3 － 2μ) cS － ( 1 － μ) p0 － μ + 1］［( 1 + μ) cP － ( 2μ － 1) cF － 3cS － ( 1 + μ) p0 + μ + 1］

4( 2 － μ) 2

民营流通企业 πP
［( μ － 3) cP + cF + cS － ( 1 － μ) p0 － μ + 1］2

4( 2 － μ) 2

外资流通企业 πF
［( 1 － μ) cP － ( 3 － 2μ) cF + cS － ( 1 － μ) p0 － μ + 1］2

4( 2 － μ) 2

消费者 CS
［( μ － 1) cP － cF － cS + ( μ － 3) p0 － μ + 3］2

8( 2 － μ) 2

社会总剩余 SS πS + πP + CS

根据表2，我们可以得到国有流通企业剩余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πS

μ
=
( cS － cP + cF + p0 － 1) ［( 2μ － 2) cS + ( 1 － 2μ) cp + ( μ + 1) cF + ( 2μ － 1) p0 － 2μ + 1］

2( μ － 2) 3
，

令
πS

μ
= 0，有 μ*

πS
=

2cS － cP － cF + p0 － 1
2cS － 2cP + cF + 2p0 － 2

。证明如下:

由于 μ的取值范围是［0，1］，有2cF － cP + p0 － 1≥0。当 cS≥cF 时，满足 cS － cP + cF + p0 － 1≥0。此时只

需 f( μ) =
( 2cS － 2cP + cF + 2p0 － 2) μ － 2cS + cP + cF － p0 + 1

2( μ － 2) 3
≥0，即有

πS

μ
≥0。

由 cS≥cF 可知: 3cS － 2cP + cF + 2p0 － 2≥4cF － 2cP + 2p0 － 2 = 2( 2cF － cP + p0 － 1) ≥0。又由于2( μ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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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得: 0≤μ≤μ*
πS
，
πS

μ
≥0; μ*

πS
＜ μ≤1，

πS

μ
＜ 0。

当 cS ＜ cF 且 cS － cP + cF + p0 － 1 ＜ 0时，只需 f( μ) ＜ 0，即有
πS

μ
≥0。

f( μ) ＜ 0( 3cS － 2cP + cF + 2p0 － 2) μ － 3cS + cP + cF － p0 + 1≥0( 3cS － 2cP + cF + 2p0 － 2) μ≥3cS － cP
－ cF + p0 － 1

由于3cS － 2cP + cF + 2p0 － 2 ＜ 2cS － 2cP + 2cF + 2p0 － 2 = 2( cS － cP + cF + p0 － 1) ＜ 0且2( μ － 2) 2≤0，得:

0≤μ≤μ*
πS
，
πS

μ ≥
0; μ*

πS
＜ μ≤1，

πS

μ
＜ 0，结论与上述一致。因此，

当0≤μ≤μ*
πS时，πS ( μ) 为单调递增; μ

*
πS
＜ μ≤1时，πS ( μ) 为单调递减。证毕。

这意味着在政府规制参数 μ从0向1调节的过程中，国有流通企业的经营目标逐渐从经济绩效向宏观
社会目标偏移，但国有流通企业的剩余并未表现出一个线性的递减关系。在 μ∈［0，μ*

πS
］的取值范围内，即

使国有流通企业逐渐偏离经济目标，但其经济利润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上升趋势向最大化剩余趋近; 在

μ∈［μ*
πS
，1］的范围内，随着国有流通企业向最大化社会福利目标接近，其剩余开始转为递减趋势，并最终

收敛于零。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命题4。
命题4:随着政府规制行为的动态调整，国有流通企业剩余呈倒“U”形变化，并在政府规制参数 μ = μ*

πS

处达到最大值。这反映出在流通产业中，国有经济在履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宏观职能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微观效益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冲突。从该命题我们还可以得到:
推论3:当 cS = cP = cF = c时，μ*

πS
= 0． 5，即当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趋同时，对应国有流通企业利润最

大化的政府规制参数取值为0． 5。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对于流通产业的政策偏好是实现国有资产的最大增
值，在这种情形下，政府规制决策就需要在国有流通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
上述分析表明国有经济作为政府对流通产业实施规制的一种政策工具( 命题1及其推论) ，其在承担

宏观职能的同时并不一定需要牺牲微观主体的市场销售利益。相反地，国有流通企业在政府规制下的混合
目标能够部分地弥补纯私有制企业市场竞争中的固有不足———纯私有制经济的博弈中会出现的“囚徒困
境”，给定竞争对手的数量决策，古诺均衡结果往往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形成比合谋时更大的决策销量，
从而导致更低的均衡销售价格。政府通过对规制机制的设计，使得国有流通企业的决策行为符合某一设定
的政策目标，进而影响各不同所有制流通商之间的策略互动结果。
类似地，根据表2中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剩余以及社会总剩余，我们可以刻画出政府规制与各经济主体

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

表3 规制机制与各市场参与主体剩余的单调性

+ －

国有流通企业 πS 0，
3cS － cP － cF + p0 － 1
3cS － 2cP + cF + 2p0[ ]－ 2

3cS － cP － cF + p0 － 1
3cS － 2cP + cF + 2p0 － 2

，[ ]1
民营流通企业 πP

－ cS + 3cP － cF + p0 － 1
cP + p0 － 1

，[ ]1 0，
－ cS + 3cP － cF + p0 － 1

cP + p0[ ]－ 1

外资流通企业 πF
cS + cP － 3cF － p0 + 1
cP － 2cF － p0 + 1

，[ ]1 0，
cS + cP － 3cF － p0 + 1
cP － 2cF － p0[ ]+ 1

消费者 CS ［0，1］ —

社会总剩余 SS 0，
9cS － 7cP + cF + 3p0 － 3
6cS － 5cP + 2cF + 3p0[ ]－ 3

9cS － 7cP + cF + 3p0 － 3
6cS － 5cP + 2cF + 3p0 － 3

，[ ]1
注:“+”代表市场参与主体的剩余随着规制参数 μ单调递增，“－”代表市场参与主体的剩余随着规制参数 μ单调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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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民营和外资流通企业来说，其经营利润随着政府规制参数从0调整至1的过程中
呈“U”形变动，变动趋势与上述分析的国有流通企业相反。与命题4中的讨论类似，二者的剩余函数分别于

μ =
－ cS + 2cP － cF + p0 － 1

cP + p0 － 1
和 μ =

cS + cP － 2cF － p0 + 1
cP + 2cF － p0 + 1

处达到极小值。对于消费者剩余，其对规制参数的一阶

偏导为:
πS

μ
=
( cS － cP + cF + p0 － 1) ［－ cS + ( μ － 1) cP － cF + ( μ － 2) p0 － μ + 2］

4( μ － 2) 3
，可知使得消费者剩余函数

由单调增函数转变为单调减函数的拐点处于 μ = μ*
CS =

2cS － cP － cF + p0 － 1
2cS － 2cP + cF + 2p0 － 2

。由于0≤μ≤1，为保证均衡市

场容量 Qε 不为负，有 μ≤μ*
CS恒成立。因此，在 μ∈［0，1］内，

πS

μ ≥
0，随着政府规制政策逐步向社会福利目

标偏斜，消费者剩余恒表现为非线性单调递增趋势。本土流通企业剩余( πS + πP ) 与由流通所引致的消费

者剩余( CS) 的加总构成了社会总剩余 SS，显然，它的单调性与规制机制之间也不呈现简单的正比或反比

关系。相比于国有流通主体在规制参数 μ =
2cS － cP － cF + p0 － 1
2cS － 2cP + cF + 2p0 － 2

处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社会总剩余首

先随着 μ的增大而提升，并在 μ =
9cS － 7cP + cF + 2p0 － 2
6cS － 5cP + 2cF + 2p0 － 2

时达到极大值，而后随着 μ 的增大而降低。这意

味着使国有流通企业利润最大化与整体社会福利最优的政府规制机制存在差异性。
为了更直观清晰地表达规制机制对流通领域各市场主体福利的影响，我们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在这

里出于模型简洁性的考虑，我们将民营和外资所有制这两类私有经济成分的流通企业看作效率等同，令其

单位流通成本 cP = cF = cY，这种情形下二者的剩余函数趋同。在模拟过程中，相对于上述所有制的流通效
率而言，国有流通企业可划分为低效、等效和高效三种效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规制机制的设计应能够保
证市场参与主体不出现非正的剩余，因此，若规制参数 μ使其结果低于临界值，则对应的剩余函数取零值。
具体参数设置及剩余函数如表4所示。

表4 数值模拟的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cP = cF = cY = 0． 50

模拟1
国有流通企业低效

cS ＞ cY

模拟2
等效
cS = cY

模拟3
国有流通企业高效

cS ＜ cY
cS = 0． 60 cS = 0． 50 cS = 0． 30

国有流通企业剩余 πS

－ 0． 0375μ2 + 0． 01μ + 0． 01
( 2 － μ) 2

，0≤μ

0，23 ＜ μ≤{ 1

－ 0． 0625μ2 + 0． 0625
( 2 － μ) 2

－ 0． 1125μ2 － 0． 11μ + 0． 3025
( 2 － μ) 2

民营 /外资流通企业
剩余 πP，πF

0． 25( 0． 6 － 0． 5μ) 2

( 2 － μ) 2
0． 0625( 1 － μ) 2

( 2 － μ) 2
0． 0625( 0． 6 － μ) 2

( 2 － μ) 2

消费者剩余 CS 0． 125( 1． 4 － 0． 5μ) 2

( 2 － μ) 2
0． 03125( 3 － μ) 2

( 2 － μ) 2
0． 03125( 3． 4 － μ) 2

( 2 － μ) 2

社会总剩余 SS πS + πP + CS

基于以上参数设置，模拟1～3的结果依次为国有流通企业低效、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等效和国有流通
企业高效时政府规制机制下的福利效应结果，如图1所示。当国有经济主体的流通管理效率低于民营和外
资所有制企业时，与命题4相一致，国有流通企业剩余随着规制参数 μ的递增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非线性

变动，在 μ = 2
7 处其剩余达到最大值( πS = 0． 0033) ，而后开始下降，此时，社会整体福利仍保持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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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在国有经济逐渐偏离微观经济绩效并向宏观目标趋近的过程中，直到规制机制调整至 μ = 2
2

时，国有流通企业剩余降至0值并且实现社会总剩余最大化( SS = 0． 09 ) 。这意味着在 μ∈ 2
7 ，[ ]2

2 的区间

内，对流通领域社会福利的追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国有流通主体偏离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产业规制

者需要面临一个在国有资产剩余的损失与社会整体福利提升之间的权衡。在国有经济成分低效的假设下，
随着规制机制从0到1的调整，民营和外资流通企业剩余显示为非线性衰减，并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规制
目标( μ = 1) 时达到极小值。与上述分析类似，在不同所有制流通等效的模拟中，当规制参数取值为0． 5时，
国有流通企业利润最大化( πS = 0． 0208) 。这一数值模拟的结果从直观上印证了上文中的推论3。而社会总
剩余在 μ = 1时才实现最优解，这同样表明了规制机制在国有经济微观效率与社会宏观目标之间存在取舍
关系。最后，模拟3是基于国有流通效率较高的假设，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 μ∈［0，1］内社会整体福利表

现出递增趋势，而国有流通企业在 μ = 1116时实现最大化自身经济效益( πS = 0． 1008) 。与国有经济的变化相

反，随着规制机制向社会宏观目标偏移，本土民营和外资所有制流通商剩余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并在 μ

= 3
5 时降为最低销售利润( πP = πF = 0) 。

图1 规制机制与流通产业福利效应的数值模拟

综合以上分析和数值模拟，我们可以看出在多种所有制共同经济的情形下，对流通产业的规制机制 μ
具有一定的福利分配效应，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5:政府规制机制对流通市场上的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并且分别对不同主体

剩余的影响呈现异质化的非线性复杂关系。作为流通市场的规制设计者和实施者，政府这一行为主体必须
在各社会利益方之间进行审慎权衡，以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或规制效果。这与传统规制中国有流通企业作
为以实现社会总体目标即最大化社会总剩余的单一政策工具不同，此时的最优规制机制应结合不同所有

制流通企业的效率比较、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损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和具体
设计。这种产业规制被赋予了多目标、多实施路径的弹性优势，但同时规制设计和实施的复杂性也进一步
加深。
上述命题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销售决策以及市场均衡结果都严重依赖于规制参

数 μ。如果社会规制者未事前确定有效的市场机制，则各市场参与主体无法对 μ 及其变动形成正确预期，
从而市场无法达到稳定的均衡，市场销售价格和销售量都存在非理性波动的风险。这意味着流通上下游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面临商品供给或需求的不确定性，流通无法正常承担其中介职能，流通产业亦无法发挥

其先导性产业的作用。这与国有经济成分往往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对冲风险、引导竞争预期的稳定器作用有
关。多种所有制流通企业共同竞争条件下，流通产业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在既定的产业政策下，政府规
制机制的设计需要有明确且稳定的目标导向，即对国有流通企业的目标函数有明确预期。也就是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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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在国有流通企业目标函数的规制工具，参数 μ需要与特定阶段或发展背景的政策相一致，并且成为各
市场竞争参与者决策预期中的先导信号。

四、结论与启示

一直以来，放松市场准入、价格、投资等方面的限制，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市场体系建
设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在流通产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是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随着我国流通领域全
面对外资开放，流通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发生剧烈变革，流通领域经济成分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

强。在此开放、竞争、多元的市场背景下，本文构建了国有流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共同参
与市场竞争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并引入政府作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对多种所有制竞争主体进行规制机

制设计以及实施规制，并通过在国有流通企业中嵌入规制参数来实现。基于模型设定和对均衡结果的讨
论，我们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命题，这为我国流通产业多种所有制竞争及相关政府规制设计、产业政策制
定乃至流通体制改革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从流通产业“市场竞争中的局部垄断”、外资流通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和产业安全等角度出发，本文首

先回顾了流通领域的竞争与垄断问题，结合产业集中现状，指出我国流通产业不再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

构之中，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垄断的倾向，为本文构建混合寡占模型以不同所有制作为竞争单元提供

流通市场结构层面的证据。进一步地，通过考察一个在政府规制下的国有、民营与外资所有制流通企业相
互竞争的开放市场环境，本文论证了只有考察和比较不同所有制流通主体之间的效率差异，才可能实现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均衡，因此，政府在流通产业鼓励外来资本和民营资本方面，要充分考
虑各所有制企业的成本效率问题。此外，放松均衡分析的假设并引入对多种所有制流通规制机制的动态调
整后，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方面是由于国有流通企业在政府规制下的混合目标能够部分
地弥补纯私有制企业市场竞争中的固有不足，我们证明其作为规制工具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并不一定需

要牺牲自身的市场销售利益。另一方面是产业规制的政策目标及其相应规制机制的调整会对其他流通主
体的最优决策产生影响，即政府规制机制与不同市场参与主体的剩余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社会

规制者在流通市场上具有显著的利益分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流通产业规制在多种所有制竞争条件
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在既定的产业政策下，政府的规制机制必须明确、透明、稳定且可预期。
多种所有制流通企业平等竞争、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推动流通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整

个流通体系的包容性格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市场环境中，国有
流通企业可以作为一种政府规制工具在流通领域发挥良好的市场治理作用。合理化地认识和利用这一规
制工具是充分发挥流通市场秩序塑造功能的关键，这对于整个产业链条的价值实现和国民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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